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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6 日中午，严绍璗先生于北京逝
世，享年82岁。严绍璗先生出生于1940年，1959年
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4年始任
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

“东亚文化”研究。曾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
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著有《比较
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日本中国学史稿》《日
藏汉籍善本书录》等。本报特刊此文以示怀缅。

——编 者
我与严绍璗老师的直接缘分始于20世纪80

年代，此前，严师只是父亲在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同
事；此后，严师成为我一生学术的导师。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幸获得了文学专业三
个研究生推荐名额中的一个。在选择专业方向的
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比较
文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是
1985年教育部直接发文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培养
比较文学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实体性学术机构，
我去向创始所长乐黛云老师表达了愿望。乐老师
的回答却让我心里一沉：“现在比较文学的其他专
业方向都有其他学校正式参加考试的学生报考
了，只中日方向缺人，如果你想学比较文学的话，
就做这个方向吧。条件是必须通过研究生一外日
语考试，同时必须学习日本文学、文化、历史的相
关课程。”而我在本科阶段，对日本相关知识的接
触为零！当时，作为通识课的外国文学以欧美文学
为主，极少涉及的亚洲文学也是印度文学，作为国
别文学的专门课程只有俄苏文学，语言方面更是
连日语五十音图都不认识。这样的零基础使我完
全没有信心选择中日比较文学作为今后的学习
方向。我头脑发懵，对乐老师说：“让我想一想，
三天内给您答复。”经过一番挣扎式的纠结，第三
天，我又去找乐老师，说我还是不想放弃比较文
学。于是，我成为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东亚
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就
在我去找乐老师表达求学愿望的时候，严师刚刚
被乐老师从中文系的古文献专业“挖”到比较文学
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位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
方向招收硕士的导师，后来也是国内第一位在这
一方向招收博士的导师。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后
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具有
完整体系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在大学建立起了
系统化的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出版了与国
际学界接轨的体系性的学术研究论著；形成了具
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术期刊；出现了国内外学
界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历程中，尤其是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领
域，严师无疑是国内外同行学界认可的一位杰出
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形成独立体系的上述四个
标志性方面，无一例外地都有严师的积极参与和
重大贡献。

总体来讲，严师的学术研究包括两大体
系——以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为中心的比较文学

研究和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海外汉学研究，二
者密切相关、互相促进。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严师最为突出的贡献
是建立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
方法论体系，即“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
的发生学研究”。这一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在以往

“比较文学原理”或“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经典教
科书中都不曾论述过，它是严师的独创。这一独创
性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绝非凭空幻想出来，而
是严师在自己的实际研究中经过长年的艰辛钻研
和反复摸索而逐步获得的。

严师着力倡导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包
含三个部分：第一，在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还原文
学文本；第二，深层把握文学与文化传递中的“不正
确理解”的形态；第三，解析文学与文化传递过程中
的“中间媒体”并揭示“文学的变异体”本质。

严师近四十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但系统地
揭示了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及各自的民族
特征，阐明了形成各种复杂联系的文学与文化的
内在运行机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
和提升，建构了关于理解文学与文化“变异体”本
质并探明其生成过程及传播路径的、具有高度学
理性的“发生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把对东亚文
学与文化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了“文化语
境”的层面，把对比两种或几种文学样式之相同与
相异性的肤浅研究提升到了探究异文化互融的高
度，把以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推进到了文
学与文化的内部，并且打破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
研究的禁锢，以切实的探索和实践真正把比较文
学做到了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学的研
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天地。严师在总结自己
的比较文学学术活动时强调，他“希望经过‘比较
文学的研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日本
文明史（包括文化史），最终能够在更加接近事实
的意义上，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重写日本文学史
（或文化史）’”。“发生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演示
模式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成为比较文
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极具学术价值的重要
成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严师的“发生学”理论建构，完
全是建立在以原典为根本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
严师一向反对空谈理论，从不发表没有文本解析
和实证根基的空泛的理论文章。事实上，严师始终
坚持并极力倡导的“原典实证的方法论”，不仅是
对比较文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人文
科学研究的贡献。

“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
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
严师将原典性的实证研究作为双边与多边文学文
化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
分为五个层面：第一，尊重学术研究史；第二，确证
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三，原典材料的确证
性；第四，实证材料的二重性与多重性；第五，研究
者健全的文化经验。

严师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比较文学研
究领域的，而此前十年，严师已经从日本中国学研
究开始了他的学术道路。其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
的研究正是始于日本中国学研究，而且他于1986
年开始培养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海外汉学
（日本中国学）方向。

严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主要包
括两大部分：日本中国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

在日本中国学研究方面，同比较文学领域的
研究一样，严师也始终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
为海外汉学研究正名。在一些人看来，海外汉学研
究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情报、片段的信息，不成其
为学术。严师指出，将海外汉学研究定位为学术性
工具的狭隘观念，是由于其评价标准建立在了对
中国人文学术价值的自我中心的认定基础上，这
将造成对海外汉学研究的真正的学术内涵和学术
价值缺乏理解与把握，从而导致对中国文化的世
界性价值认识不足。严师以自己切实的研究和确
凿的论证，纠正着人们的偏见和误解，证明了海外
汉学研究是一门具有确定学术内容和重要研究价
值的学科。

严师在自己的学术实践基础上总结了从事海
外汉学研究的学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他批评了在
考察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研究时常见的一种思维惯
性，即一看其态度是否友好、结论是否赞扬，二看
其理解是否与我们一致。严师指出，海外汉学的研
究者首先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
把中国文化看作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正因为世
界各国都可以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和
阐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才得以表现出其世界性
价值。海外汉学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
修养及学术积累都有较高的要求，研究者应该具
有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
构——既具有本国文化的素养，又具有特定对象
国的文化素养；既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学科理论
素养，又具有两种以上语文即汉语和对象国语言
的素养。

在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海外汉学研究已经成
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意
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
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越来
越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
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
性。严师认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界对海
外汉学的日益重视，“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
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
的标志之一。”

严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从最基本的原始材
料的积累开始，在对学术情报资料进行翻译、整理
的基础上，展开对“日本中国学”的学术阐述，以
《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日本中国学史》等研究成果
为代表，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史基础，推进
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在日本汉籍文献学方面，严师通过几十年坚
持不懈的努力，使汉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世界意

义得以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文献典籍肇始
东传，迄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
中，中国文献典籍在日本的流散情况和存在状态
如何，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却长期未能得到关注
的问题，而书面文献是文化继承与传播的主要载
体，只有掌握了这些典籍的来龙去脉，才能弄清楚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方式和特点。

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是国内文献的
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对它
的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
统。当今许多年轻人，甚至一些小有成就的学者，
都不愿从事资料性的工作，也看不起从事资料工
作的人。实际上，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正
是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
环。严师的学术也是从研读日本汉学和中国学的
基本资料入手的。如今，经过40余年的积累，严师
独立追寻与钩沉散存于日本的汉籍文献，考辨其
进入东亚地区的轨迹，解析域外汉籍的文化学意
义，为东亚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提示了原典实证的
途径，并拓展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文化视野。严师以
《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
钩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和《日藏汉籍善
本书录》等学术成果为代表，已经构筑起了“日本
汉籍文献学”。

严师治学，既有日本学者追索资料的细致翔
实和一丝不苟，亦有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宏观视域
和总体把握，另外还有其自身的坚持不懈与勤奋
钻研。“文革”期间，为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
条件学习外语，严师买来外文唱片《为人民服务》
（用英文和日文朗读）反复地听。1969年，在江西
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严师带去日文版《毛
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反复阅读。20世纪70
年代末，仅为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严师就记录
了两万张卡片，触摸了几千种材料。这些卡片中，有
1974年严师访问日本时记录的，也有回国后每日
奔波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收集的。为了查阅资
料，严师每天早上6点半出发，骑车到北海，中午也
不吃饭，渴了就喝卫生间的自来水，傍晚5点关门
才回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白天记录的卡片，在
晚上需要铺开整理，但陋室逼仄，严师只能让先睡
的儿子躺平，把卡片平铺在儿子盖的被子上。有时
儿子不小心一翻身，两三排卡片就一下子滑落到
地上，严师总是在儿子的道歉和自己的内疚中捡
起卡片重新排过。

记得90年代初我读研期间，一次到严师家中
拜访，看到狭窄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桌
面、地上，甚至书桌地下，凡有空间的地方都是书。
从书桌上方到书架之间拉了一条绳子，上面挂满
了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卡片，颇似小时候新华书
店里飞送传票的拉绳，印象之深，至今如昨。这种
潜心学问的精神，值得晚辈后学及学界同人尊重
和学习。

严师退休后不久，搬进了位于昌平区的北京
“燕园泰康之家”养老公寓，去看望严师也不如从
前方便了，需要驱车往返近两小时。每次见面，严

师依然风趣健谈，师母则仍旧沉默寡语。严师思维
敏捷、话题不断，往往聊到近午时分就会强烈邀请
共进午餐，以便下午继续聊。即使聊了整整一天，每
次告辞时，严师还总是站在大门口一直望到看不
见我们，那伫立的身影总让我心中涌起一种不忍。
在一次次去探望的日子里，我看到严师的视力越
来越差，有时距离很近也认不清同行者各自是谁，
严师的话越来越少，行动也日益迟缓……

三年疫情，养老公寓成为防控工作的重中之
重，我与严师的见面次数也大大少于从前。2021
年9月2日，是严师81岁寿诞，而此前两三日，严
师在房间内摔倒住院，得知讯息后，我急切地想去
探望。当时去养老公寓需持24小时核酸证明，但
此时恰值高校开学，所有返校学生都需要去做核
酸检测。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终于拿到了规定时间
范围的核酸证明，2日当天得以顺利进入养老公
寓内的病房。同去的只有北大出版社的张冰师姐，
她还专门为严师预定了生日蛋糕。病房空间的狭
小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贺寿人数的稀少，严师想要
离开病房的焦虑和迫切也被众人的笑谈有效地冲
淡了。那头戴生日环、手捧蛋糕盘的样子，像一个
开心的孩子。

在封闭管理的日子，我只能跟严师电话联系。
每通电话，严师总要说十几次“谢谢”，令我这个
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做学生的有些不知所措。然
而，接下来，严师又无一例外地会说：“电话真是
个伟大的发明，让我们不会断了联系。你们隔三
岔五能来个电话，我就很满足了。”尽管已经听了
无数次，但每次听到，仍有一种伤感从心底浮上
来，挥之不去。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有严师的引
导，现在，在严师老去的日子里，也会有我断续却
真心的陪伴。

严师有两句座右铭：“踏实的学风，刻苦地学
习；独立的思维，实在地研究。”朴实的话语充分体
现了严师追求实证的治学风格。而严师名字中的

“璗”，意为美玉或像玉一样美丽的黄金，《说文》中
有“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这也是严师学术生涯的
表征。

（作者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
学教授）

金 玉 人 生
——记严绍璗先生 □周 阅

我常说，我是翻译实践者，不是翻译研究者。犹
如作者及其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译者及其译作则
是翻译研究的对象。我对各种哲学性和文化性的抽
象理论不感兴趣，而只重视翻译经验谈；对翻译批评
持谨慎态度，因为我认为最好的批评者实践水平应高
于被批评者，应有能力拿出更好的译文。除非必要，
我不轻易批评同行，因为我是运动员，不是裁判员或
评论员。诚如鲁迅所说，他不相信“小说法程”之类的
东西，我现在也不相信“翻译技巧”之类的东西。我的
技巧说来很简单，做到却不容易。我常对学生说：“汝
果欲学译，功夫在译外。”翻译不用特意学，只要你能
用两种语言的各种文体熟练写作，自然就会翻译了。
再找已有的多种译本对比原文和自己的习作来揣摩，
自会有得，即可入手。这就像学写作或学画画，与其
研读理论，不如观摩范本来得便捷。一般理论是用来
提高认识，开拓思路的，是后行的，不是先行的。真正
有用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方法和方针，属于
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而非成果。

翻译犹如画画，初学往往崇尚意译，实际上是为
功力不济找借口，这与文人画多写意是同样道理。随
着功力增长，描摹愈来愈工细，自然就愈接近直译了。
所谓直译，借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说，就是“以最佳语序
排列的最佳词语”。具体来说，即以句子为单位，语序
符合译入语习惯，同时较诸原文，字字有着落，不增
不减，语气相似，文体相当。检测功力的一个指标是
词典。初学用双语词典（或叫翻译词典），例如英汉词
典，进而用双解词典，最后用单语词典，即英英词典。
抱一本双语词典干活不能叫翻译，只能叫搬运，因为
其中的单词是词典编纂者翻译的，所谓译者只是把词
典的译文照搬到自己的译文中而已。这样的翻译，叫
做词典翻译，功劳应该一半属于词典编纂者。能够全
程用单语词典做翻译才算是真正的翻译。而具体能用
什么词典也是一个指标。翻译20世纪以前的英国文
学应该用《牛津英语词典》，20世纪以来的则辅以《新
牛津英语词典》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翻译美国文
学应该用《第三国际韦氏英语词典》，辅以《牛津美语
词典》。这些是顶级配置，其余等而下之，可以不论矣。
词典选用不当，许多词义都查不到，怎么可能译得正
确呢？养成用单语词典做翻译的习惯可以大幅度提高
词义辨析能力，而词义辨析能力是译者功力的一个重
要体现，其高低与选词正确率的高低成正比。至于母
语，译者掌握的词汇量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足以不用查
词典，词典只是用来印证不确定的措词的。仅用《现代汉
语词典》不够，最好用《汉语大词典》，辅以《辞源》《辞海》。

翻译是一门手艺，凡手艺必有技术，也可以达到
艺术的高度。技术未必是艺术，而艺术必然包含技
术。技术的运用即艺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如前所说，翻译与写作一样，如果能达到文体自

觉，可以说就进入艺术境界了，只不过翻译需要达到
两种语言的文体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其它地区
付给译者的稿酬要倍于作者所得的原因。要熟悉各
类文体，除了广泛阅读，多见多识，别无捷径。文体以
雅俗论，不以古今论，尽管有些词语会因古旧而显得
雅。所以，翻译中的文体对应应该是雅俗等级的相
应，而非时代早晚的相应。用“诗经体”译《斯卡布罗
集市》是不错的，因为二者文类皆属民歌；译赫西俄德
的《工作与时日》则未必对，尽管时代相近。有的译者
所谓语感只不过仅指译文的语感而已，而非译文与原
文间的文体对应。对两种语言中各类文体掌握不足，
就会造成文体不相应。

译者是手艺人，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翻译工作
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永远是第二位的。他是站在发言
者身后的那个人。如果他试图站到前面来，就是僭
越；如果他试图说他自己的话，就是背叛。他可以用
木雕或剪纸的形式逼肖《清明上河图》，但不可以把它
临摹成泼墨大写意。他应该是个性格演员，演谁像
谁，而不应是个本色演员，演谁都像自己。有的诗人
译者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译成自己惯写的自由
诗体；有的学人译者把但丁的《神曲》译成散文体。这
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最好的，因为文类不相应，说明
译者力有未逮。译者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逼近，
而非远离原文，在于创造贴切的妙译，而非所谓“超越
原文”的蛇足，犹如画画写生或临摹，无论形似还是神
似，总要以似为能事；不似，只能说明功力不到，再怎
么利口逞辩，也无济于事。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区别就

在于，前者有原文为参照而后者没有。所谓意译一旦
超出了可识别范围就不再是翻译，而是近乎剽窃的创
作了。仿作和改作则是另一回事。埃玆拉·庞德的
《震旦集》属于脱离原文对译文润色加工的产物，他所
做的相当于古代译场中“润文”者，或现代出版界不懂
原文的编辑所做的工作。若奉如此“译品”为圭臬，就
会偏离译学正道，因为它不以原文为参照。

译者须另有专业，翻译应居于业余地位，否则会
沦为无所不译的翻译匠。而正是这专业决定了译者
的翻译领域，例如，法学译者须以法学为专业，医学译
者须以医学为专业，文学译者当然须以文学为专业。
而即便是以文学为专业的译者，也不是什么样式的文
学作品都译得好的。仅以翻译为专业的翻译匠则无
论译何种其他专业文献多半会让人觉得不可靠，而且
其译作往往有一股说不出的“匠气”，犹如文人画家眼
里的某些专业画家的作品那样。

翻译又是涉外文献研究的基本功，是细读的细读，
若想换一种语言毫无遗漏地准确转述，非吃透原文原
义不可。钱锺书有言：“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
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
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
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
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
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
了。”说句玩笑话，钱先生这说的是直译，若是意译，还
是绕得过去的。我曾在一次讲座上说：“翻译应以直译
为常。直译就像直道而行，遇到障碍，就退一步从边上
绕过去，若障碍大，就再退一步，总之要贴着边绕，不能
跑远了，这就是直译，意译是变。然后还要再回到直道
上来，跑远了就不是翻译了。”翻译即换一种语言转述
（英语“translate”的本义）。转述有两面：理解和表
达。理解了，表达不好，是译入语能力有欠缺；未解或
误解了，乱表达，是译出语能力有欠缺；既不解又表达
不好，是两者都有欠缺。总之，译出语和译入语能力，
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要大致相当，若过于悬殊，必
然会失衡。尽可能均衡提高两种语言的词汇储备、词
义辨析能力、文体意识、写作能力，是译者毕生都需要
努力的，而这是无止境的。

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作品似乎永远没有完成
的时候，好在原文永远在那儿，可以照着不断修改，但
也不得不随时接受读者检验。自觉的译者往往能够
自行发现自己的错误，欣喜于自我的长进，否则也会
欢迎真实中肯的批评。闻过则喜，知过必改，修辞以
立诚，这就近乎修行，由技而入道了。

一般来说，手艺人很少公开评论人家的作品，更
少谈论自家的技术秘诀。以上所说，不过是些牢骚以
及与同道共勉的话。作为手艺人，也许我说得已经太
多了，不如还是让作品说话吧。

与语言学和文学相比，翻译学一直寄人篱下而空疏简陋，文化意
识、社会实践和政治操控虽然一直为翻译学开疆拓土，却与翻译的本质
渐行渐远。对翻译本质的追问很像北宋的程颐与老师邵雍吃饭时指着
桌子提出的问题：“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处”。长期以来，无
论在内部语言转换上如何翻来覆去，在外部影响操控上如何翻云覆雨，
由于不问“天地安在甚处”，翻译研究终究成了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

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这个“安放天地”的基石是“知识”。知识到底
是不是翻译的本质特征？是否能够代表翻译的所有普遍存在？是否能够
反映翻译的内涵和外延？这又要求我们回答知识的“安放天地”的问题。

长期以来，哲学界对认识论与知识论不做区分，主张认识论就是知
识论。实际上，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精神过程，
而知识是认识的客观结果，正如《礼记·大学》所云：“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是以，知识翻译学秉持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知识就是
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人的生存需要与生
活积累的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工具。“知识既可看成一种产
品，也可看成是一个过程，在任何时刻，都有知识存量，在任何时间段
内，都有知识流量”。“从本质上讲，知识始终是人对对象的经验化知识，
因而无论它怎样客观也最终是主观的；反过来看，无论它如何主观也必
然是来源于客观存在和事实”。

知识作为客观存在，过去是浩瀚书海，现在是云端指尖。知识无处
不在，我们生活在知识的社会，过着知识的生活。过去知识以出版的静
态存在，现在以网络的动态流动。关于知识的类型，有培根、波普尔、波
兰尼等经典分类，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关于物、事和人的知识，也就
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三种类型。“对自然世
界描述的知识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秩序构建的知识是社会科学，对人类
命运管理的知识是人文科学”。

“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
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古今中外，没有不是知识的翻译实践和行
为，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惟有知识是一切翻译行为中的每个元
素都受其驱动的最基本的原动力”。“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
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自然科学因为标准化而呈现普遍性，
是事实知识和逻辑知识，决定了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是“来料加工”，接
受科学标准的约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哲学、语言、历史、民族、文
化、文学、社会、国家、经济、法律等复杂现象和元素，以解决人的精神活
动和社会问题为目标，涉及认识、评价、改变等经验、价值功能，决定了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翻译是“知识重构”，可以反思、批判、阐释和建构。

知识翻译学对翻译的定义反映了翻译的知识建构本质，涵盖了知
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等所有的翻译存在，也第一次完成了翻译对象
的科学谱系分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知识翻译
类型，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和格局。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的理解、迁
移、传播出发，致力于语言转换、话语塑造、知识建构三个层面或领域的
关系研究，不但使翻译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也为各个学科的
知识积累、转化提供理论与方法。

“乔尔丹诺·布鲁诺用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抒情笔调写下了下面的句
子：从翻译中生发了所有的科学”。我们也可以戏仿一下说：从知识中
生发了所有的翻译。翻译对于知识的生产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使知识
生生不息，但翻译不是原文的影子，而是原文的翅膀，使知识飞向更高、
更远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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